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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新思路

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发布时间：2020-05-27 文章出处：“古今天人”公众号 作者：韩建业

　　近些年来，社会上兴起了“古史”热，专家“打擂台”，民众寻根问祖，政府举办各类祭祀炎

黄等先祖的大典，越来越热闹。这大概和现在中国的崛起背景有关，也算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

现吧。可热闹归热闹，关于“古史”的认识仍然南辕北辙，难有共识，或全盘否定，或完全相信，

甚至有好事者将其放大到西亚、埃及甚至全球。究其原因，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传说时代古史缺乏真

正的了解和研究，也不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或心里发虚，无力深究，而以维护史学和考古学的

“纯洁”与“严谨”自慰；或随便翻过几本古书，看过几页网络文字，参观过几处景点，就敢驰骋

万里，信口开河。有鉴于此，我想在这里谈谈我对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方法的浅见，供大家参考批

评。

　　一、考古学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关键

　　传说时代，就是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但在后来的文献或传说中有所涉及的远古时代。按照徐

旭生先生的意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截止于出土大量甲骨文的晚商以前[1]，因此，早商、夏、

五帝等时代，都应当属于传说时代的范畴。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信古传统，晚清以后则兴起疑古思潮，“传说时代”这个概念其实是“信

并怀疑着”理念的产物：这里的“信”，是指相信古史传说总体上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疑”，

是说晚商以前的古史，都只见于后世文献中，那多半是传抄翻译甚至口耳相传的结果，难免演绎错

漏，需要去伪存真。

　　传说时代到底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真实性？是应该坚持疑古，还是走出疑古？[2]从20世纪

初期到现在就一直有着激烈争论，但主要基于传世文献本身的研究，只能提出若干有待验证的假

说。王国维以新发现的甲骨文结合传世文献，证明《史记》等所载商史为信史[3]，显示了“二重

证据法的”的强大威力，但那仍只是以当时文献论证当时历史，由此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肯定《史

记》所载夏史、五帝史就一定属于史实。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证

明晚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确已有关于五帝的各种记载，并非出于汉代以后的伪造，但却终究

无法提供五帝时代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据。看来，解决古史问题的关键，还应该在考古学。在《古史

辨》第一册中，李玄伯先生早就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4]。顾颉刚也

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

[5]。

　　在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若从整理

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6]。按理说，如果传说

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就肯定会留下他们的物质遗存，考古学的确就应该是解决传说时

代古史的根本手段。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窜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应当

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

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等的考古学探索历程，以邹衡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

知推未知的方法，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7]，强调都城定性的

重要性，并且注重考古学文化的空间格局和古史体系的整体比对，取得了卓越成绩，关于早商文化

的基本认识已成定论，但关于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的主流认识仍然只是可能性很大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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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关于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则扑朔迷离，很多观点大相径庭。专业的考古和历史学者，大多数

对传说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充满疑虑，认识也千差万别。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发现晚商以前足够文献

（个别文字除外）的缘故。但中国上古大概流行在简帛等有机质材料上书写，很难保证曾经存在过

的文献能够留存至今并被发现。其实，即便暂时出土不了晚商以前的文献，根据已有后世文献和考

古学材料的对证，也还是有可能逐步推进传说时代考古研究的，这当中研究方法是关键。我在这里

提出两种互有关联的研究方法供大家参考：一是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结合的“谱系

法”，二是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结合的“变迁法”。

　　二、谱系法——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的结合

　　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为什么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会形成具有

一定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严文明先生将原因归结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共同的文化传统”

[8]。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会形成共同习俗甚至

语言，而血缘关系则应当是远古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论上考古学文化和

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性。当然，某族与邻近区域其他人群相互交流，也可

能形成相似的文化，从而形成某考古学文化和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相对应的情况。正

如李伯谦先生所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有联系，但又不是等同的概念。由于婚姻、交往、

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但其中总有一个族是为

主的、占支配和领导地位。”[9]

　　当然，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国家社会的出现，“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情况越来越多，

血缘关系总体上自然会受到削弱，但血缘和族属认同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在不同族群的碰

撞刺激中得到加强，尤其统治者的族属认同更是如此。统治者还有可能通过扩张、移民、封建等手

段，将其文化和族属认同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从而使得早期国家的核心和主体区域成为统治者部

族及其强势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四周则为从属部族和弱势考古学文化分布区。甲骨文和传世文献

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的基本

对应[10]，金文和传世文献中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

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足证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证研究一定程度上可靠可行。有些人根

据近现代民族志资料，认为某种陶器的使用不见得和族属有关，从而否定考古学文化和族属对证研

究的可能性，忘了我们是拿整个考古学文化和族属做对应，一两种陶器成为不了整个考古学文化，

需要一个陶器群，以及其他各种遗物、遗迹的共同体，才能构成整个考古学文化。

　　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

应？何况考古学文化本身也有多种划分方案。这种点对点的对应，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条件下，自然

很容易导致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但如果我们建立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也建立了

晚商以前各时期的族属谱系，以谱系对谱系，就如同两张网的对应，一旦基本吻合，那确定性就会

高很多。如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已经确立，只是细节的

充实和考量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不能轻言放弃考古类型学的原因之一。相对而言，晚商以前族

属的谱系目前只有根据传说资料梳理的很粗略的框架，而且主要集中在华夏集团所在的中原及附近

地区，周边大部地区恐怕并没有传说被记载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比文化谱系小得多的网。如果对

甲骨文、金文所包含的丰富的族属信息进行研究，大致确定晚商阶段的族属谱系，再前溯建立晚商

以前较为详细的族属谱系，那就能和文化谱系进行更好的拟合，离勘破古史真相就会更近一步。

　　近年分子生物学在考古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人类DNA序列、Y染色体、线粒体DNA的分

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建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遗传距离，建立晚商以前的

基因谱系，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将其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三网”合一，一定会取得古史

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人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是

文化认同，所以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

一样。

　　当然，将文化谱系、基因谱系和族属谱系做整体拟合是很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行的办

法还是从局部拟合开始。但局部拟合不确定性比较大，研究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某地的重

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或者将某个基因溯源结果和传说时

代某“祖先”轻易挂钩，无视这些“祖先”的时空、人格、文化属性，都不是传说时代考古学探索

应该提倡的做法。

　　三、变迁法——文化巨变、聚落巨变和战争迁徙的结合

　　要减小考古学和古史传说局部拟合的不确定性，文化巨变和中心聚落巨变这些关键点的确定至

为重要，这些在考古学上比较容易观察到，也容易确定。巨变的原因往往是大规模迁徙和大规模战

争，即便更深层的背景是气候干冷事件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总表现为迁徙和战争，而大规模的

迁徙和战争也是古人印象最深、古史传说中最常记载的。我在《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

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的前言里说过，“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

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

脉络。”[11]



　　文化巨变之所以称得上“巨变”，一是文化面貌发生了突变，二是涉及范围异常广大。比如豫

南和江汉地区龙山前后期之交就发生了大范围的文化面貌突变，在这样一个比现在的整个湖北省还

大的空间范围内，之前独具特色、兴旺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突变为王湾三期文化或者类似于王湾三

期文化的遗存，就连江汉平原核心地区甚至更靠南的洞庭湖地区也不例外，除了大规模战争行为，

不可能有其他解释！所以我们就提出这是“禹征三苗”的反映[12]。《墨子》里把“禹征三苗”描

写得惊天动地，结果是“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虽然暂时没有DNA的信息，也不知道这次巨变

之后留在江汉地区的夏人和苗人的真实人口比例，但文化上的表现已然十分清楚。如果“禹征三

苗”这个关键点的确认没有问题，那就基本能够确证禹、夏、三苗的存在是史实，能够证明禹征三

苗和夏建立的年代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

　　聚落巨变，在大型中心聚落或都城上看得最为清楚，主要表现为城墙、宫室、墓葬的突然毁弃

等。比如上述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的同时，石家河文化的一二十座古城几乎均遭毁弃。再如同样是大

约公元前2100年，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临汾盆地及附近地区的陶寺文化发生巨变，

陶寺古城出现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这也只能是战争才会有的结果。我曾以“稷

放丹朱”来对证这一巨变事件[13]。这样一个关键点的确定，直接证明后稷、丹朱的真实性，也为

尧的真实性以及稷周族源于山西说增添了有力证据。

　　四、余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传说时代古史那么杳渺难证，为什么还要费力研究它？有“纯粹”的考古

学和史前史不就行了吗？我想这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传说时代古史，基本都是中国人的祖

先史，祖先崇拜、认祖归宗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中国文明几千年来连续发展的秘诀之

一，中国人希望弄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没有必要套什么“民族主义”

的大帽子。其二，考古学遗存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是“死”的，要让它活起来，得到解释，最好的

办法就是有可靠文献可以参照，其次才是和民俗学、民族学资料进行比较，因为文献直指古代世

界，民俗学、民族学只能给你间接启示。古史传说虽然是后世的记载，但可能有真实素地，一旦得

到确证，对考古学解释的价值不可限量。

　　但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的确极难，这项研究实际上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需要精通考古类型

学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法，需要对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细致梳理，也需要对古史传说有全面了

解，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现在的大学教育，表面上在提倡素质教育，实际上分科还是越来越

细，很多考古专业的学生对类型学越来越陌生，懂类型学的又不读古史，做古史的人对考古学基本

都是一知半解，这样如何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所以还得先从教育改革、从培养考古和古

史兼通的人才做起。否则，社会民众对古史热情不减，专业研究者不去面对解答，只能把发言权交

给那些“创新”无限的古史爱好者了。

　　（原载《遗产》（第一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3]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

409～436页。

　　[4]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268~270页。

　　[5]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270~274页。

　　[6]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

言”部分第17页。

　　[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8]严文明：《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

第84页。

　　[9]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第43页。

　　[10]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韩建业：《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

年，“前言”第5页。

　　[12]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46～55页。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分享到：

　　[13]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

期，第119～123页。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100101）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kaogu.cssn.cn/zwb/yqlj/
mailto:kaogu@cass.org.cn
http://www.miitbeian.gov.cn/
https://www.cnzz.com/stat/website.php?web_id=1274039245

